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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建康丝绸贸易新探 

薛海波
1
 

【摘 要】六朝时期建康丝绸贸易的繁荣，建立在六朝国家、统治集团、小农商贩阶层都有从丝绸贸易中获利

的需求之上。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是欧亚海上丝路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与香料奢侈品是最重要的交易物资，处

于六朝政治军事控制之下。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没有缓解六朝通货紧缩的形势，相反是加剧通货紧缩，导致财富迅速

集中到六朝统治集团手中，小农商贩大量破产的重要原因。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将小农经济、世家大族大土地所有制、

国家财政与欧亚丝路贸易相联结，使六朝社会经济深受其影响。六朝都市商业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建康丝绸贸易

所导致的畸形繁荣。 

【关键词】六朝 建康 丝绸贸易 大土地所有制 

六朝时期江南并没有经历长期大规模战乱，东汉以来形成的大土地所有制及庄园经济得以保存发展,江南小农依附化进程也

没有被打断。这使六朝国家无法大规模实行均田制，直接控制的土地和编户小农要远少于北朝[1]。六朝经济结构在以农业为主的

同时,商业也占有相当比重，形成了建康、江陵、番禺、成都、襄阳等大都市[2]。 

六朝在使用粟、布帛等实物货币的同时,一些商业繁荣的地区也大量使用金属货币。城市商业、货币经济的繁荣成为六朝经

济的重要特征
[3]2

作为六朝都城，建康可通过河南道与陆上丝路西域中亚诸国建立直接的政治经济联系;通过交广二州(交址/交

州、广州)港口，经海上丝路东南亚诸国、斯里兰卡可实现与印度、波斯、罗马拜占庭的海上丝路贸易。本文拟探讨六朝建康丝

绸贸易繁荣的原因、在欧亚丝路贸易体系中所处地位、与六朝货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 

一、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是六朝国家及社会各阶层的经济需求 

六朝国家财政赋役的主要来源是吴会地区(今江浙一带)。一旦吴会地区出现动荡或自然灾害，建康等地米价就会飞涨，“东

土灾荒,民凋谷踊,富民蓄米,日成其价”[1]，甚至发生大范围饥荒。“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数百，京邑亦至百

余，饿死者十有六七。”[2]即使吴会地区农业丰收，六朝国家财政和小农生计也十分紧张，“称为丰岁，公私未能足食”[3]。要

维持财政收支和经济运转,六朝国家就需大量征收商税
[4]
。 

六朝国家权力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征收商税不能触动世家大族的利益。因此,六朝国家对土地、房产、劳力、牲畜等大土

地所有制核心生产要素的买卖，实行低税率，凡奴婢、马牛、田宅等交易，一律百分收四[5]这必然会扩大商业交易的利润空间,

六朝社会各阶层“竞商贩,不为田业”的潮流与之有很大关系[6]。 

六朝国家设置大量机构征收津关税、市税。如位于秦淮河入江口的石头津,主要负责对来自长江上游的船只货物课税;城东

的方山津主要是向通过破冈渎运至建康的粮食物资课税[7]征收的津关税高达 10%,甚至更多。建康秦淮河东北岸有大市一所,小市

十余所
[8]
，均设有官司征收高额市税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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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征津关税、市税，对改善六朝国家财政长期紧张的状况作用很有限。如南齐末年“台家府库空竭,复无器仗，三仓无米”[10]。

萧梁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更是难以维持，“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11]。

一旦遇到大规模战事，六朝国家就需全社会动员捐助。如元嘉二十七年(450)刘宋发动北伐，“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

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12]。天监元年(502)梁武帝发动北伐，“以兴师费用,王公以下各上国

租及田谷，以助军资”[13]。 

大土地所有制是江南大族财富的根本，如吴兴大族沈庆之“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身享大国，家

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14]。何兹全曾指出，“南朝的豪族庄田，乃是货币经济支配下，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组织”[15]。

这一特点反映在六朝大土地所有制的经济构成上，则不是单独以农业为主而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如会稽孔灵符“产业甚广，

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
[16]3

。 

江南大族庄园是建立在土地兼并和小农依附之上的。大土地所有制要维持运转，就需兼并更多的土地和补充更多的劳动力。

至晋宋之际，吴会土地基本被圈占开发完毕，土地价格异常昂贵。“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鄂、

杜之间,不能比也。[1] 

江南大族要获得土地,除靠强力掠夺、赏赐等政治手段外，就得出高价购买。江南大族要获得劳力，除招来破产小农和掠夺

蛮族外,也得高价购买劳力奴婢。利用大土地所有制的收益,与外界进行交换、贸易获取资金,再用来购买土地和劳力,是江南大

族维持大土地所有制运转的必然要求。 

由于吴会大多被江南大族占有，六朝统治集团中上层的北来侨姓大族，除一些地位较高的能通过赏赐、权力,在吴会占有一

定规模的山林川泽、多半不相连的土地外
[2]
，大都无法在当地广建田园，只能聚居在建康城内依靠俸禄成为中央化大官僚。“江

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3]他们要维持家族的日常开销、置办家业，

需要大量资金,除依靠俸禄外,只能将任官外郡的“还资”投到商业中牟利。因此，六朝统治集团中的江南大族、侨姓大族都有

进行商业贸易的需要。 

在六朝，失去土地、没有依附于世家大族的江南编户小农，多半成为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这一趋势从东吴时就已开始，“去

本就末，不循古道”[4]三世纪后期为躲避战乱南渡的北方小农，也有相当部分从事工商业。至东晋建立初，吴会地区有“工商流

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5]。由此，失地者，南渡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小农商贩，是建康等六朝大都市人口构成中

的主要部分[6]。六朝小农户调、田租很多项目都需折纳为铜钱[7]。为凑齐上缴的税赋钱,即使没有流入城市的百万乡村小农也须

兼营一些手工业、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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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织结合是小农经济的特点。自汉代以来，江南地区小农要用手工业换取货币缴纳赋税、补充家庭收入，首选就是经营纺

织丝绸制品。东晋南朝时，桑树种植得以在长江以南的太湖、鄱阳湖流域推广,有些地区蚕一年达到四五熟[8]，为小农从事丝绸

纺织提供了充足的蚕丝原料。 

东晋刘裕北伐灭掉后秦，将长安织锦工匠迁到建康,在秦淮河斗场寺附近设置锦署，拥有大量工匠,能进行云锦等高等级丝

绸的生产[9]。受此影响，刘宋时民间就出现了织造高档丝绸制品的私人作坊。“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宫中朝制一衣，

庶家晚已裁学。[10]南齐时，江南小农丝绸纺织业达到相当规模。永明六年(488),南齐曾下诏动用国库钱五千万，以及地方州郡

财政，低价大量收购米谷丝绵[11]。由此可见，六朝小农大批从事丝绸生产，为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开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 

在六朝商业市场交易的众多物资中，丝绸制品与金银器、珍宝、香料等奢侈品并列，是建康城中六朝统治集团奢华生活的

重要消耗品。南齐东昏侯“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帐及步郭,皆冶以绿红锦,金银镂弩牙,埼瑁帖箭”[12]。萧梁士族羊侃

“性豪侈……于两婕舵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绩,盛设帷屏……宾客三百余人，器皆金玉杂宝”[13]4。 

六朝统治集团和百姓大都崇信佛教，建康作为中国南方佛教中心,其诸多佛寺、僧尼焚香礼佛,法事活动需要消耗大量香料、

象牙等奢侈品,这使六朝社会有用大量丝绸制品与南海东南亚诸国换取香料等奢侈品的需求[1]。同时，丝绸制品是六朝国家与北

朝、西域中亚诸国、东南亚南海诸国、印度、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国的聘使进行贸易的主要物资。由此，丝绸制品成为六朝商业

中消费需求量大、利润丰厚的大宗商品,这是六朝国家、统治集团及小农等阶层经商选中丝绸为主要获利商品的原因。 

六朝统治集团成员纷纷利用政治特权从事丝绸奢侈品交易。如齐武帝萧睛为太子时，其属官张景真就依仗萧睛的权势,在建

康与东南亚商人进行丝绸和奢侈品贸易
[2]
。江南大族也将大量财富投到建康丝绸贸易中。如会稽士族孔道存、孔徽，“颇营产

业……请假东还……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3]。由此，六朝国库中、建康集市中充斥着“罕至之珍”“未名之货，明珠

翠羽”等异域奢侈品[4]。由此可见，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参与阶层广泛、涉及国家民族众多、交易规模庞大，是建康城中指标性的

商业行业，建康已然是欧亚丝绸贸易体系中重要的商贸城市。 

二、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是欧亚海上丝路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朝建康丝绸贸易的繁荣,不仅是六朝国家和社会各阶层要求经商获利的必然结果，也与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在欧亚丝路贸易

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有密切关系。西域中亚是欧亚丝路贸易体系的物资转运中枢。建康处于长江下游，受制于中国北方中原王朝

“河、陇复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断”
[5]
的阻隔，六朝国家无法经陆路深入西域中亚丝路腹地，基于地理条件只能选择海上丝路。 

欧亚海上丝路贸易体系是涵盖欧亚主要国家和民族、以港口为贸易据点、贸易模式多样的庞大贸易体系。海上丝路贸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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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罗马、波斯、印度、东南亚等国的香料、金银贵金属、稀有矿产、珠宝等贵重物资，与中国丝绸制品、其他手工制品等物

资的交换。 

欧亚海上丝路的地理范围，主要包括今中国岭南地区、南海诸岛，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巽他群岛等东南亚

诸国，印度、锡兰等印度洋诸国，波斯、埃塞俄比亚、阿拉伯诸部落等阿拉伯海、红海沿岸诸国，以及地中海周围的罗马、拜

占庭、北非诸国。其中，中国岭南地区的番禺（广州）以及今越南中北部沿海诸城，是欧亚丝路海商运输物资进入中国的首站

港口。海上丝路贸易参与各方能够获得多少利益，取决于其在海上丝路贸易体系的物资流动中所处的地位。 

在六朝之前,海上丝路贸易就是中原王朝获取明珠翠羽等异域奢侈品的重要途径。如汉武帝派遣译长与应募者赍黄金、杂籍，

“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
[6]
。为此，秦汉时期中原王朝重视对岭南地区的经营,设置交隆（郡治在今越南河内市西

北）、日南（郡治在今越南中北部沿海、广治省东河市）等郡县进行管理[7]。 

统治机构的完备带动了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地、九真、南海、日南……处近海，多犀、象、

毒冒、珠巩、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8]5。然而，交广地区不具备大规模生产贩运丝绸、进行大宗丝绸

贸易的条件，也不是丝绸奢侈品消费的主要市场。 

交广地区在海上丝路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主要是香料等奢侈品进入中国南方的中转站。要进行大规模的丝绸买卖,海商就需

将金银贵金属、香料、矿产、象牙等物资，经陆路、海路运送至丝绸制品集散地建康贩卖。由此，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成为欧亚

海上丝路贸易体系的重要部分。 

中原王朝虽可通过西域陆路丝路获得香料、珍宝等奢侈品，但由于统治集团、官僚士族的政治活动、日常生活以及佛教团

体法事的巨大需求，加之经海上丝路贸易而来的香料奢侈品品质的独特性,中原王朝仍频繁派使团赴建康购买香料等稀有物品。 

南方缺少马匹，特别是战马，六朝国家一直有用奢侈品换马的战略需要。香料奢侈品一经转手，价格就会高出很多,转卖给

北方会让六朝国家和各阶层获利。虽然六朝与中原王朝处于对峙状态，但双方都有互市的经济和战略需要，这使南北政权的马

匹和香料、明珠翠羽等奢侈品贸易从未中断。北魏迁都洛阳后，西域东夷的珍物充溢国库，仍在淮河设立市场与南朝互市，获

取“羽毛齿革”等奢侈品[1]。由建康贸易而来的奢侈品,在北朝被称为“南货”。 

北朝官僚士族纷纷利用权势私自或遣人赴建康购买[2]，形成全社会贩卖南货、牟取暴利的潮流。这必然会导致马匹、丝绸、

金银贵金属等关系到北朝国家财政经济的重要物资大量流入南方,以至于北朝政权严禁私人赴建康贸易的行为。如北齐齐州刺史

崔季舒因“遣人渡淮互市”被御史所劾[3]。 

士族魏收因派遣他的门客到建康，“得奇货狭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被处以流刑[4]。由此可知，海上丝路异域国家

的奢侈品,经六朝建康丝绸贸易交换,又转卖给北方，建康成为北方香料等奢侈品的重要供给地,直接关系着北朝统治集团和大士

族的经济利益。 

蜀地蜀锦丝织业十分发达。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蜀锦就被商贩用马队驮运的方式通过西南丝路,贩运到今缅甸、印度，进入

                                                        
5[1]刘淑芬:《六朝建康的经济基础》,载《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冶湾学生书局 1992年版，第 100页。 

[2]〔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三一《荀伯玉传》，中华书局 1972年版，第 573页。 

[3]〔梁〕沈约:《宋书》卷八四《孔觊传》，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2155页。 

[4]〔梁〕沈约:《宋书》卷五六《史臣曰》，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1565页。 

[5]〔梁〕沈约:《宋书》卷九七《夷蛮传•史臣曰》，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2399页。 

[6][8]〔汉〕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中华书局 1962年版，第 1671页，第 1669-1670页。 

[7]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戈 I」通史》（秦汉卷上），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 537-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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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丝路贸易体系。蜀锦是蜀汉筹集军费的战略物资,大量蜀锦经长江水道被贩卖到东吴，在建康被海商收购，进入海上丝路贸

易体系。 

蜀锦经长江至建康的运输,直接带动了长江流域江陵、荆州、襄阳等重要口岸丝绸贸易的繁荣。受此影响,长江流域的商船

数量、运载能力达到彳艮大规模。长江流域丝绸贸易所经沿途各地官员纷纷利用职权从贸易中牟取暴利。如西晋荆州刺史石崇

劫掠远使商客，致富不贸[5]。 

江州刺史刘胤“大殖财货，商贩百万”[6]。蜀地至建康的丝绸贸易，相当一部分被迁居到蜀地的粟特商胡所掌控[7]。粟特商

胡因此暴富，“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跋货乃满两船。时或计者云,直钱数十万贯”[8]。粟特商胡从蜀

锦买卖中赚取暴利，严重影响了当地官府的财政收入。 

当地官府不得不限定粟特商人每人购买布丝绵各不得过五十斤，用于与蜀锦交换的马匹无论好坏，限蜀钱二万一匹[9]。蜀地

与建康的丝绸贸易，使粟特商船能频繁从建康经海路驶向扶南、印度等海上丝路各国[10],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市场成为粟特商队进

入海路丝绸贸易的重要渠道。 

六朝建康在欧亚海上丝路贸易体系交易的重要地位，使大批商队来到建康,“是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11]。罗马商人在东

吴黄武五年（226）经海路到达交,被交吐地方官员送到建康觐见孙权[12]6,但罗马和东吴并没有密切的贸易联系。从罗马到交陞再

到建康的海上丝路极为漫长，受技术和国力限制,包括罗马、波斯在内的使团商船队，都无法独自完成海上丝路的全部贸易，且

沿途各国也不能允许一国垄断贸易。 

要维持商船队的运转和资金流动,海上丝路各国商人就需频繁与沿线各国各地进行多边贸易和转运。这是罗马商人虽具备航

海到达中国东部沿海的能力,但却极少能直接到中国进行丝绸贸易的原因。因此，海上丝路贸易诸国及商队贸易活动具有一定的

地域范围。罗马、波斯、印度商人多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进行贸易，中南半岛、岭南地区是罗马商船贸易的最远范围[1]。 

印度商人虽能航行至建康、江陵等长江流域各大口岸[2]但主要是利用印度在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中枢位置，将香料等能与丝

绸贸易的物资转运到中南半岛。从中南半岛到六朝交广诸港口和建康的运输,主要由与交广相邻的南蛮国家扶南、林邑承担[3]。 

扶南、林邑盛产金、银、铜、锡、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玳瑁、贝齿、吉贝等能在丝路贸易中获取暴利的贵重

金属和香料奢侈品[4]从所占地理位置和经济资源看，扶南和林邑必须与六朝进行丝绸贸易，以获取江南的丝绸、盐、布匹、农具、

瓷器、茶叶、瓦器、铜铁、酒糖、纸张等物资,转卖给印度商人获取暴利。扶南、林邑也具备长途航运的条件，其船载量很大，

“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5]在建康长江江面停泊的众多“昆仑舶”商船[6]，很多

来自扶南、林邑。 

                                                        
6[1]〔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2858页。 

[2]〔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三〇《崔暹传》，中华书局 1972年版，第 405页。 

[3]〔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三九《崔季舒传》，中华书局 1972年版，第 512页。 

[4]〔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中华书局 1972年版，第 492页。 

[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三《石崇传》，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1006页。 

[6]〔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一《刘胤传》，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2114页。 

[7]荣新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版，第 44-46

页。 

[8]〔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释道仙传》，中华书局 2014年版，第 1011页。 

[9]〔梁〕沈约:《宋书》卷四五《刘粹传》,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1381页。 

[10]〔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卷三《僧伽跋摩传》，中华书局 1992年版,第 119页。 

[11〕〔梁〕沈约:《宋书》卷三三《五行志》，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956页。 

[12]〔刘宋〕范晔:《后汉书》卷/<71《西域传•大秦传》,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 2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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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国家与西域中亚相隔万里，双方的联系除政治联络外，主要就是丝绸与香料、珍宝等奢侈品特产的交换,属于陆路丝绸

贸易的延续。六朝国家重点处理的是与扶南、林邑等海上丝路诸国的关系。黄武五年(226)东吴在占领交州后,派遣使团与扶南、

林邑等国建立贸易关系
[7]
。 

扶南和林邑在海上丝路贸易中是竞争对手,扶南国位于长山山脉(呈西北一东南走向,斜贯越南全境)以西,要到日南等港口，

必须经林邑控制的海岸航线。林邑常侵掠扶南,抢劫扶南船货，甚至截断扶南与交州的交通。这使扶南一直有借六朝国家制衡林

邑的需要,也是其与六朝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没有侵犯交州的原因[8]。林邑与日南接壤,经海路到达交广诸港口十分便利,加之国

力强大，使其在南夷国家与六朝的丝绸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 

交广是海上丝路贸易港口集中之地，交广刺史郡守等地方主要官职成为使士族官僚迅速致富的肥差，“南土沃实,在任者常

致巨富”[9]。如标榜清廉无私，“无所取纳,表献俸禄之半”的广州刺史王琨，就从其卸任“还资”中拿出一百三十万钱在地价

昂贵的建康购买宅第[10]。其他没有操守的士族官僚大多把任职交广当成暴富的机会，纷纷利用职权，采取强行折价、贱买贵卖、

武力恫吓等方式大肆勒索林邑等国商船[11]。如刘宋孝武帝时交州刺史垣闵罢州还,资财巨万,拥南资为富人[12]。 

六朝国家与林邑等国在丝绸贸易上一直存在矛盾。这使林邑不断侵掠交州诸郡，“每岁又来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诸郡,杀

伤甚众,交州遂致虚弱”[13]7。交州关系到六朝国家的财源，刘宋经过多年准备,于元嘉二十三年(446)集结交州地方武装和中央军

远征林邑，占领其国都(今越南顺化),林邑王弃国而逃。 

刘宋虏获大量金银、珍宝、牲口，仅销毁林邑王所铸金人，就获黄金几十万斤[1]。刘宋虽大败林邑,但无法建立对当地蛮夷

部落的稳固统治,仍需林邑国发挥其丝路转运作用。大获全胜后,刘宋只能撤军北返。经此一战，林邑再无侵掠交州及挑战六朝

国家在海上丝路贸易体系主导地位的能力。 

三、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加剧了六朝社会的通货紧缩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记载:“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

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上列建康(京师)、三吴、交、广等地均是丝绸贸易等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可见，丝绸贸易是推动

建康等地使用金属货币的重要因素。 

丝绸贸易发达程度直接关系到金属货币使用的范围和频度。如在海商奢侈品云集的交广地区，完全是使用金银作为交易货

币。在欧亚丝路贸易体系中，使用金银贵金属货币是丝路各国交易的通行惯例。如中亚粟特地区、丝路东段的中心城市高昌乃

至中国河西走廊等陆路丝路贸易的重点地区,除用丝绸制品作为货币外,也大量使用丝路大国波斯所铸的银钱交易。罗马、波斯、

印度在阿拉伯海、印度洋、红海等贸易交易过程中多用罗马金币、波斯银币。海上丝路贸易物资的东向流动,使金银贵金属大量

流入交广，成为交广普遍使用的金银货币的来源。 

                                                        
7[1]〔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四《诸夷•中天竺传》,中华书局 1973年版，第 798页。 

[2]〔唐〕释智昇撰、富世平点校:《开元释教录》卷三《佛驮跋陀罗传》，中华书局 2018年版，第 188页。 

[3]陈鸿浴:《西元初期至第 7幽眇码来半岛港市国家、文明及航线之发展》，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7年第 28期。 

[4]〔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四《诸夷•扶南传》,中华书局 1973年版，第 784页，第 787页。 

[5]〔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六九《舟部二》注弓|《南州异物志》，中华书局 1960年影印版，第 3412页。 

[6]〔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林邑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 5270页。 

[7]具体请参看刘淑芬:《六朝南海贸易的开展》,载《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 1992年版,第 324-325页。 

[8]〔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八《扶南国传》，中华书局 1972年版，第 1016-1017页。 

[9][10]〔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中华书局 1972年版，第 578页，第 578页。 

[11]〔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七《四夷•林邑传》，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2546页;〔唐〕李延寿:《南史》卷五一《萧励 

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 1262页;〔唐〕姚思廉:《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中华书局 1973年版，第 470页。 

[12]〔唐〕李延寿:《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附垣固传》，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 688页。 

[1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七《四夷•林邑传》，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2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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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国家一直处于钱重物轻的通货紧缩、缺乏金银铜金属的困境中[2]，即使是用来铸造货币的铜料来源也很少叫[3]。作为欧

亚海上丝路和中国内地南北、长江流域丝绸贸易中心的建康,通过丝绸贸易能获得一定量的金银。 

六朝国家还通过军事手段从林邑获得大量贵金属。如元嘉二十二年(445)迫于刘宋军事压力，林邑王杨迈一度要向刘宋输送

黄金万斤，银十万斤，铜三十万斤[4]。然而，六朝国家购买异域奢侈品消耗了大量的金银贵金属,这对六朝国家财政构成很大压

力。如南齐武帝萧瞭在永明五年(486)的诏书中说:“泉贝倾于绝域……咸用九赋，虽有交贸之名,而无润私之实……远邦尝市杂

物,非土俗所产者，皆悉停之。”[5] 

相当一部分金银等贵金属被六朝统治集团、寺院做成各种金银饰品、器物，以及装饰在宏大的宫殿寺宇之上[6]。由此，通过

丝路贸易而来的金银所剩不多。在六朝，一旦用金银贵金属铸造新币，就会面临民间盗铸、剪凿，造成国家财政的巨大损失。

盗铸损毁钱币捞取利益的多是权贵豪强[7]，六朝国家根本无法禁止。为防止金银流失，六朝国家无法将更多金银贵金属投到货币

铸造中。因此，六朝建康丝绸贸易的繁荣,并没有改变六朝金属货币紧缺的局面。 

六朝建康的统治集团成员囤有大量丝绸珍宝。如大士族羊侃囤积有七十余艘船的丝绸珍宝等奢侈品[8]。萧梁宗室萧宏“贮布

绢丝绵漆蜜么蜡朱砂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
[9]
除供自身享用外,大部分都被他们用来进行丝绸贸易牟取暴利。巨量囤

货使六朝统治集团成员在建康丝绸市场大宗交易中处于主导地位。 

他们为进行大宗贸易储积有巨额铜钱货币，如大士族江禄“颇有资产，积钱于壁,壁为之倒，连铜物皆鸣”[10]8。由此可知，

六朝丝绸贸易导致金银以及铜钱高度集中在皇室、官僚、大士族及江南大族手中。他们将大量财富货币投在日常的奢侈消费上,

如萧宏“奢侈过度，修第拟于帝宫,后庭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所幸江无畏服玩侔于齐东昏潘妃，宝履直千万”[1]。如此奢

靡造成香料、珍宝等奢侈品价格极为昂贵,如南齐东昏侯萧宝卷贵妃潘氏使用的一只琥珀钏，就值一百七十万钱
[2]
。 

产自西天竺国的玻璃镜经扶南商人运至建康后,要价达到约钱百万贯文[3]。他们掌握的亿万铜钱货币，相当一部分消耗在购

买异域奢侈品之上，导致大量铜钱外流，加剧市场通货紧缩。通货紧缩造成的钱贵物贱,又使握有大量货币的六朝统治集团各群

体的财富暴增[4]。他们大肆在建康、会稽等经济发达地区广建屯邸、囤积居奇、发放高利贷[5]。如刘宋孝武帝诸皇子皆置邸舍，

“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6]。 

在会稽,“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槎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7]。在统治集团的政治权势威压和经济资源垄

断下，建康、吴会地区的小农商贩大量破产，“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8]。总之，六朝建康丝绸贸易，不仅没有改变六朝货

币经济的紧缩局面，相反加剧了原有的通货紧缩，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到六朝统治集团手中而小农商贩大量破产。 

六朝统治集团中的皇室、官僚、大士族乃至豪强富室占有大量的土地山泽、依附人口，建有大量屯邸，占有大量经济资源，

但六朝国家为争取这些群体的政治支持，几乎无法惩治其荫庇劳力、贪污强占等诸多不法行为,不敢触动其经济利益，很难从他

们这里征收赋税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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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六朝国家的赋役征发全部集中到小农和小商贩阶层。在六朝,小农除规定的户调田租外,还要缴纳大量杂调,一旦遇到大

规模战事的临时征调,小农几乎倾尽家财。如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为抵御北魏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

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
[9]
六朝国家财政通常处于“府藏罄尽”状态

[10]
，这使六朝国家对小农征赋有增无减，致使小农家庭“无

乐生之色”，处于破产边缘[11]。 

六朝小农每年户调田赋相当一部分都要折合铜钱缴纳，但市面大量流通的铜钱“钱多剪凿,鲜复完者”[12],小农出售丝绸，

一般只能从市面上获得穿凿的劣币。然而,官府要求小农缴纳的铜钱必须要质地良好、轮廓完全,这就迫使小农必须要出售大量

丝绸换取优质铜钱[13]，最终导致丝绸价格大降。六朝吴会等地杂调的征发没有固定时间，一旦征调,州郡就“切求悬急”,要求

短期内上交完毕,致使丝绸市场上经常出现大量丝绸制品集中抛售的情况，这也是造成丝绸制品价格大幅下跌的重要原因。这使

小农农作物和纺织品价格很低，“稼甲啬难勒，斛直数十，机杼勤苦，匹裁三百”
[14]9

。 

通货紧缩和官府催征，使官僚大士族、大土地所有者用少量金钱就能从小农和小商贩手中购得大量丝绸制品。六朝百万小

农和小商贩是丝绸制品的生产者和转运贩卖者，他们处于丝绸贸易链条的最底层。小农、小商贩从丝绸贸易中费力赚到的少量

铜钱,在六朝建康等大都市的通货紧缩下大幅缩水。六朝小农虽勤厉兼倍，但很难获得足额的铜钱缴税，甚至“饥寒尤甚”。刘

宋后期市场绢一匹至二三千钱,绵一两亦三四百钱,小农为凑齐缴纳户调的绢、绵数量，甚至出现了“贫者卖妻儿，甚者或自缢

死”悲惨局面[1]。南齐时即使是经济发达的浙东五郡，小农要缴纳一千钱的丁税，都要质卖妻儿才能凑齐[2]。由此可见，六朝建

康丝绸贸易并没有给小农商贩的生活带来改善,相反加重了小农的赋役负担，成为加速小农破产的原因。 

结论 

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将小农家庭经济、世家大族大土地所有制与家财产业、六朝国家财政,以及欧亚丝路国家的大量物资资金

相联结，使六朝社会经济受欧亚丝绸贸易的影响远比北朝要大。欧亚丝绸贸易是建立在大量使用金属货币,大量贩卖香料、珍宝

奢侈品及金银器贵金属，丝路各地商业网络联系紧密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特征在六朝建康丝绸贸易上有突出表现。六朝建康丝

绸贸易,致使大量铜钱货币集中到六朝统治集团成员手中，加剧了六朝通货紧缩,加重了小农阶层的经济赋役负担，导致小农破

产流亡，成为世家大族的依附人口，六朝国家控制的编户越来越少。六朝建康丝绸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拥有权势和大量金属货

币、土地的皇室、官僚大士族、大土地所有者等六朝统治集团成员，他们将丝绸贸易的所得投到奢侈品行业和商业放贷中。这

使建康等地小农商贩大量破产,六朝大都市奢侈品行业消费非常发达。根据“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3]的规定，

六朝国家无法向皇室、世家大族及官僚将领收取商税,六朝国家征收的商税越来越少,财政收入大减。 

以上因素使六朝形成了国家财政长期亏空，长江流域建康、江陵、成都等大都市商业经济畸形繁荣的局面。社会经济财富

迅速集中到统治集团各群体手中;吴会等统治核心区乡村小农经济持续衰败破产，普通小农朝不保夕，贫富差距悬殊问题难以解

决。六朝世家大族主导社会经济并把持国家官僚体系，使六朝皇权国家无法从打击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入手解决这一矛盾，只

能不断在铸造新币、减轻币值、增发币量以及使用旧币之间反复，每次变动都是对小农及商人财产的掠夺。这一做法虽能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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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国家财政暂时渡过难关,但却以破坏经济秩序、编户小农财产严重损失为代价。至萧梁普通四年(523),梁武帝再也没有操纵铜

钱改革的空间，不得不尽罢铜钱，更铸铁钱,致使物价暴涨，通货膨胀无法控制[4]。“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

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
[5]
 

梁武帝执政末年(548-552)爆发了祸及江南的侯景之乱，握有大量财富和政治特权的世家大族在动乱中身死族灭[6],商业最为

发达的吴会地区几乎沦为废墟[7]10。由此，六朝吴会地区的货币经济无法维持,商业畸形繁荣引发的结构性矛盾得以解决，但也使

江南社会遭到巨大破坏，在建康吴会地区进行大规模丝绸贸易的基础几乎不复存在。随着南陈建康丝绸贸易急剧衰落，隋唐时

建康在欧亚丝路中的重要地位被扬州取代，扬州成为中国南方商业中心、长江流域丝绸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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